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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文化脈絡下高中職輔導教師

多重角色衝突倫理判斷歷程之研究

程雅妤、張素惠、莊謹鳳、王智弘*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高中職輔導教師被賦予多種角色任務，多重角色不僅易涉及多重關係的輔導倫理議題，亦影響輔導教師

的專業角色定位與輔導效能。本研究旨在探討華人文化脈絡下台灣高中職輔導教師因承擔多重角色導致

倫理衝突之倫理判斷歷程。針對五位高中職輔導教師進行個別深度訪談，採樣版式質性分析進行資料分

析。結果顯示：倫理判斷歷程可歸納為四階段：一、倫理衝突階段：衝突情境包括：（1）多重角色間

不同角色職責之衝突；（2）專業理念與行政要求之衝突；（3）專業期許與人際需求之衝突；二、倫理

判斷階段：主要考量包括：（1）以個案福祉最佳利益為判斷依據；（2）以校園組織行政倫理為判斷考

量；（3）以華人人際互動模式為判斷參考；三、倫理行動階段：（1）釐清輔導教師專業角色之職責；

（2）尋求專家督導諮詢或參考同業作法；（3）運用外部資源以緩解倫理困境；（4）調整自我期待以

符合情境需求；四、倫理影響階段：（1）重新思考輔導教師之角色定位；（2）調整自我不適與接納自

我限制；（3）省思衝突事件結果，重新建構倫理態度。藉由倫理判斷歷程之釐清，能了解輔導教師的

倫理困境整體經驗脈絡，有助輔導教師洞察困境來源，歷經沉澱與省思後昇華為未來面對倫理挑戰的養

分，避免陷於倫理困頓的負向循環導致專業耗竭而影響輔導效能。

關鍵詞：多重角色衝突、倫理判斷歷程、高中職校、華人文化、學校輔導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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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社會變遷、家庭結構改變，環境壓力擴及學生，學生身心適應問題趨於複雜。輔

導教師是推動校園心理健康工作的靈魂人物，但受到學校制度與職務角色的影響，輔

導教師被賦予多重角色。學生輔導法（教育部，2014）的立法是台灣學校輔導工作發

展的里程碑，根據學生輔導法（教育部，2014）之規定，高中職輔導教師人員編制規

範在每十二班配置一位輔導教師，輔導教師的角色定位為：視學生身心狀況及需求，

提供發展性、介入性或處遇性輔導。可見，為了落實三級輔導工作，輔導教師被賦予

多重角色職責，除了學生心理困擾的個別與團體心理輔導，亦要參與學校的輔導行政

工作，更可能要負責生涯規劃與生命教育課程的教學。可知，依照目前國內校園現

況，高中職輔導教師不免被賦予多元的角色與任務，而衍生相關的倫理議題。

所謂「倫理」即是「人際角色關係中互動行為的規範」，而「專業倫理」即為

「專業人員的專業人際角色與他人互動行為的規範」（牛格正、王智弘，2008）。當

助人工作者和個案同時存有兩個或更多角色關係時，即產生雙重關係或多重關係

（Corey et al., 2019; Kitchener, 1988）。而一個角色即構成一組關係，當輔導教師具備

多重角色時，易和個案構成多重關係且涉入多重角色關係的倫理困擾。為確保個案最

佳福祉以及提供輔導人員明確指引，臺灣輔導與諮商學會（2015）在學生輔導工作倫

理守則中明定：「學生輔導人員應考量學生最佳利益，權衡與學生之間的關係與界限

以建立具有效能的輔導關係（3.1）；學生輔導人員應避免角色重疊、關係混淆或界

限不清而對學生造成傷害（3.2）」。美國學校諮商師學會（American School 

Counselor Association [ASCA], 2016）倫理準則（Ethical Standards for School 

Counselors）亦規範「學校諮商師應避免可能影響輔導客觀性以及造成學生傷害的雙

重關係（A.5.a）；學校諮商師在任何時間點均需和學生建立並保持適切的專業關係

（A.5.b）」。

多重關係涉及諮商關係的權力議題，在權力差異下可能難以維持清晰的關係界

線、扭曲專業關係，甚至導致個案權益受損（李佳儒等人，2012；Fia et al., 2016; 

Jackson, 2007; Kitchener, 1988），據此，延伸出複雜的倫理議題（吳孟容，2016；

Biaggio et al., 1997; Cervoni & DeLucia-Waack, 2011）。此外，多重關係的類型多元，

倫理守則僅能提供一般性指引（Pope, 1991; Rupert & Holmes, 1997），助人工作者經

常在如何辨識與處理多重關係上感到困難，因此助人工作者必須結合自身對倫理規範

的知識，以個案最佳福祉為優先考量，進行倫理判斷（Cervoni & DeLucia-Wa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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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Lazarus & Zur, 2002; Moleski & Kiselica, 2005）。可知，國內外助人專業學會的
倫理守則明確指出輔導人員需透過清楚的倫理界線來幫助個案，以保障個案權益。雖

然倫理守則之初始目的在確保個案福祉，且提供輔導人員確切的指引與規範，但守則

條文僅能提供一般性規範，實務現場的多重角色衝突情境實為複雜與棘手，輔導人員

須在角色衝突情境中多方斟酌、反覆思索以做出適切的倫理判斷。

由上可知，多重角色倫理議題充滿各式的挑戰性，而倫理判斷更涉及文化議題

（洪莉竹，2016；Cottone, 2001; Levitt et al., 2015; Luke et al., 2016）。尤其在華人文
化中，老師被期待扮演典範與教化的角色，如韓愈〈師說〉：「師者，所以傳道、授

業、解惑」，老師須適時提供教導和價值建議。因而，即便輔導教師在專業養成過

程，理解到身為輔導員的態度需保持價值中立、尊重個案決定，和個案建立平等合作

的關係，然而受到華人師道文化之影響，家長或其它教職人員對輔導教師抱持特定的

角色期望，期盼輔導教師能發揮檢核、評鑑或價值建議等教育效能，故如何在輔導關

係與師生關係間取得平衡點，乃考驗著輔導教師的智慧。再者，身為學校組織的一

員，教師存有既定的角色責任，須考量校方立場配合學校行政決策。輔導教師除考量

個案權益仍須顧及學校利益（洪莉竹，2008，2016；謝明瑾、王智弘，2016）。華人
自幼成長於順從師長與父母的文化氛圍，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權威取向」的心理特質

與行為取向（簡晉龍、黃囇莉，2015）。受到文化渲染的華人常敏感於角色身份的上
下階層排序，謹守下位者的角色規範，對上位者展現恭敬與順從，即為組織中的行政

倫理。然而，當個案福祉與校方利益有所矛盾時，輔導教師如何兼顧專業倫理和行政

倫理，以達雙贏之目標儼然成為輔導教師心中的倫理兩難。除與個案工作外，扮演多

重角色的輔導教師常有機會與個案相關人士互動（Brown et al., 2017），相關人員對
輔導教師投以不同的角色期待，且分別有著不同的人際互動法則（洪莉竹，2016），
各式人際互動原則即構成人倫。本土化的「人情與面子」理論模式（黃光國，

2010），將人際關係分成「工具性關係」、「情感性關係」與「混合性關係」，工具
性關係意旨個體為了獲取某種資源，與陌生人所建立的關係，互動過程重視彼此是否

能對等的各取所需，使用的是「公平法則」；混合性關係指的是雙方有一定的情感基

礎，但關係又不如親戚、朋友與熟人等深厚，互動過程重視彼此的和諧關係，主要以

「人情法則」為互動模式，雙方可以透過「人情」與「關係」來影響對方；情感性關

係乃為個體和家人間的關係，強調盡可能滿足彼此的情感與需求，採用的是「需求法

則」。在華人社會中，存在人情、關係、面子等根深柢固之文化脈絡和社會心理機制

（常雅惠，2012；Deng et al., 2016），加上「做人」的諸多要求，在在彰顯華人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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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互動中需遵守特定的標準與法則（彭泗清，1993）。故以諮商專業為基礎的「工具
性關係」，會遭遇以其他人際關係為基礎的「情感性關係」之衝突，而造成雙重關係

衝突的「人情困境」，使得人際關係的議題比西方社會更為錯綜複雜（黃光國，

2010；Hwang, 1987）。相較於西方社會較常發生先有工具性關係再發生情感性關係
的第一型雙重關係，華人社會則更容易發生先有情感性關係再發生工具性關係的第二

型雙重關係（田廣曉、王智弘，2020）。可見，輔導教師進行倫理判斷時，本應恪守
專業倫理和個案建立工具性關係，但在強調關係取向的華人文化脈絡下，輔導教師的

倫理判斷可能受到人情、面子、做人等文化機制之影響，為了顧及個人私下同事情誼

而引發雙重關係衝突的「人情困境」，使得倫理判斷更具挑戰性。

國內有關輔導教師多重關係倫理議題之研究，曾探討其衝突經驗之本質或對輔導

品質之影響（吳孟容，2016；洪莉竹，2008；楊堯翔等人，2016），尚未能就其涉及
之倫理判斷歷程加以探究。但透過倫理判斷歷程之探討，不僅能具體呈現輔導教師遭

逢倫理困境的整體經驗脈絡，更能反映輔導教師面臨倫理挑戰的態度、價值信念、行

動決定和經驗反思等專業實踐。倫理判斷是多面向且複雜的歷程（Levit t e t a l., 
2015），國外已發展出不少倫理判斷相關理論，Kitchener（1984）所倡導的倫理辨明
模式（model of ethical justification），主張個體進行倫理決策時，會先參考第一層次
的直覺判斷（intuitive level），主要依賴情境事實（facts of the situation）以及一般道
德常識（ordinary moral sense），但此直覺性的判斷可能作出不符合倫理的決定，因
此需針對情境進行第二層次的關鍵性評估層次（critical-evaluative level），依序參考
倫理規則（ethical rules）、倫理原則（ethical principles）和倫理理論（ethical theory）
作為判斷。Kitchener（1984） 所提出的倫理原則有五：自主（autonomy）、受益
（beneficence）、免受傷害（non-maleficence）、公平待遇（justice）以及要求忠誠
（fidelity）。此意味著，助人工作者易先以個人直覺或經驗作為倫理困境的初級判
斷，但僅止於此確實有所不足，宜進一步考量相關規則，如專業守則、法律規定或當

事人五大權益等之參照，方能更為完善。

Van Hoose與Paradise（1979）根據Kohlberg於1976年所提出的道德發展理論，發
展出五級倫理思考模式，第一級獎懲導向（punishment orientation）：嚴守既有的法
則與標準，關注行為的賞罰結果；第二級機構導向（institutional orientation）：遵守
團體或機構的規定與政策，重視機構的規矩或上司的期望；第三級社會導向（societal 
orientation）：以社會責任與福祉為主要倫理考量，關注社會標準的維持、他人的認
可、社會法律及輿論的要求；第四級個人導向（individual orientation）：在避免觸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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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及侵犯他人權益情況下，關切當事人的福祉；第五級原則導向（pr inc ip le 
orientation）：以當事人為首要考量，以良心的自我抉擇與內在的倫理衡量為倫理判
斷，重視助人工作者的道德原則及自我良知。

上述之判斷模式在倫理發展歷程各具其重要里程碑，Kitchener（1984）主張的倫
理辨明模式，避免助人工作者僅憑藉個人價值觀和經驗進行倫理判斷而過於主觀，故

提出當事人五大權益之原則以供參考。Van Hoose與Paradise（1979）參酌個體道德發
展階段，提出五級倫理思考模式，從初級的謹守法規原則到強調發揮助人工作者的良

知良能，以維護個案最大權益為原則，重視助人工作者自身的內在修為。從此發展脈

絡，可看出進行倫理判斷時，除參閱倫理法規或原則外，潛藏於助人工作者內心的個

人修為，更是倫理判斷的重要指標。 
強調助人工作者內在涵養的概念與華人文化相契合。儒家強調的「仁」即將個人

修身落實到生活中與他人相處；儒家重視的「恕」，其核心的修為工作在「推己」，

因此，從助人工作者德行自我修為的「盡己」開始，推展至善待個案以保護其權益的

「推己」，由「盡己」至「推己」乃為華人文化的專業倫理觀（王智弘，2013）。據
此，王智弘（2013，2018）以華人文化之涵養和精髓，整合西方倫理觀而提出助人專
業倫理雙元模型（the duality model of professional ethics for helpers）（如圖1）：一是
西方倫理觀的規範層面，即當事人的五大權益和三大責任（Kitchener, 1984），屬於
外在客觀的理性規範；另一為儒家文化倫理觀的修為層面，以助人者德行的自我修為

（盡己），進一步要求助人者善待當事人（推己），屬於內在主觀的自我修為。在倫

理判斷的循環歷程中，透過提升助人者之自我德行，更能確保當事人之最佳福祉，同

時兼顧助人者內在自我涵養與外在理性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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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助人專業倫理雙元模型

註： 引自「諮商倫理議題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王智弘，載於蕭文、田秀蘭（主
編），臺灣輔導一甲子（頁356），2018，心理。

在倫理判斷歷程之相關研究部分，Corey等人（2019）提出的倫理決策歷程有七
個步驟，包括：（1）釐清問題與困難所在；（2）考慮可能牽涉的問題；（3）參考
相關倫理準則；（4）尋求專業人員的意見；（5）搜尋可能採取的行動；（6）評估
不同決定可能造成的後果；（7）選擇最適當的行動。而Welfel（2016）所提的倫理
決策歷程模式則包含十個階段：（1）發展倫理的敏感度，統整個人與專業的價值
觀；（2）辨識事實、關係人和案件的社會文化脈絡；（3）定義核心議題與可能的選
擇；（4）參考專業標準與倫理守則；（5）參考相關的倫理文獻；（6）應用倫理原
則至問題情境；（7）諮詢督導與賢達的同儕；（8）深思熟慮與作倫理決定；（9）
知會督導、執行倫理決定與紀錄決策過程與行動；（10）反思此一倫理經驗。然而，
倫理判斷非單純的認知步驟和線性過程（Corey et al., 2019）。倫理判斷不僅需考量跨
情境脈絡，亦不容忽視文化議題（洪莉竹，2016；Cottone, 2001; Levitt et al., 2015; 
Luke, et al., 2016）。有關華人倫理判斷歷程的研究，謝明瑾與王智弘（2016）之倫理
判斷歷程模式（圖2）指出倫理判斷過程會經歷衝突、判斷、影響三大階段，此模式
詳細闡述倫理判斷的重要過程及循環反饋歷程，因而被應用於後續的華人本土化倫理

研究之中（田廣曉、王智弘，2020；施丁仁等人，2017；張素惠等人，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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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倫理判斷歷程模式圖

註： 引自「國民小學諮商心理師面臨保密議題倫理判斷歷程之敘說研究」，謝明瑾、
王智弘，2016，臺灣諮商心理學報，4（1），頁26（https://doi.org/10.29824/
JT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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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華人文化脈絡下的台灣高中職輔導教師經驗多重

角色衝突之倫理判斷歷程。本研究所謂「多重角色衝突」乃指輔導教師在校園中需同

時扮演學生心理困擾的協助者、輔導行政工作的執行者與專業知識傳遞的教育者等多

元角色，可能因彼此的角色任務不同或所處情境脈絡期待與角色職責相悖，導致輔導

教師感知到角色衝突，其中所延伸的倫理衝突係指輔導教師為顧及個案權益所面臨角

色抉擇之困境，而難以做出專業倫理判斷。據此，本研究問題為：身處華人文化脈絡

的台灣高中職輔導教師，在多重角色衝突下的倫理判斷歷程為何？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取向

衝突經驗與判斷抉擇涉及個人主觀知覺與感受，故本研究採質性研究中的現象學

取向。現象學研究聚焦在描繪所有參與者共同生活經驗的某一現象，以瞭解他們經驗

到「什麼」現象、以及「如何」經驗該現象並還原其經驗本質（Creswell & Poth, 
2017/2018）。現象學取向著重於發掘現象背後的意義和本質（鈕文英，2021）。而
本研究旨在瞭解身處華人文化脈絡下的高中職輔導教師，經驗過哪些因多重角色衝突

而引發的倫理判斷困頓經驗，以及在矛盾經驗中的判斷抉擇、行動發展和調適影響等

倫理判斷歷程，期能還原高中職輔導教師在實務場域中所遭逢的倫理困境與抉擇歷程

等經驗現象，並瞭解此等經驗背後所潛藏的文化意涵。

二、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採立意取樣（purposive sampling），經社交網絡找尋和人脈網絡介紹符合
研究目的之研究參與者。因為校園輔導工作有其規範性與特殊性，輔導教師約莫三年

時間方能熟悉學校輔導工作之架構與運作，故本研究篩選之研究參與者需於高中職服

務至少滿三年。另外，為能具體理解輔導教師的倫理衝突經驗、倫理考量、倫理判斷

與事件影響等之完整經驗，所選取之研究參與者其衝突經驗已經歷完畢，而非正在經

歷中。基於上述之目的，本研究篩選標準如下：（1）擔任高中職輔導教師職務達三
年以上（包含代理輔導教師）；（2）最近一年內有過多重角色倫理衝突之經驗，且
該衝突經驗已結束；（3）願意分享個人經驗且同意訪談過程被錄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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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五位研究參與者皆接受一次的個別訪談，訪談時間約90-120分鐘，視資料

豐富度決定。基於保護研究參與者之原則，本研究模糊處理研究參與者的個人資料，

基本資料如表1。

表1 
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表

研究參與者 A B C D E
來源 網路招募 人脈介紹 網路招募 網路招募 人脈介紹

性別 女 男 女 女 女

年齡 34 37 30 43 45
教育程度 碩士 碩士 學士 碩士 碩士

輔導相關
專業背景

教育大學
輔導所

教育大學
輔導所

教育大學
輔導系

教育大學
輔導所

輔導教師
學分班

擔任輔導
教師年資

5-10 5-10 5-10 15-20 15-20

訪談時間
／次數

108分鐘/1次 122分鐘/1次 98分鐘/1次 93分鐘/1次 112分鐘/1次

目前職務
高中正式
輔導教師

高中代理
輔導教師

高中代理
輔導教師

高中輔導
主任

高職輔導
主任

三、研究工具

（一）研究團隊

本研究前三位作者為輔導背景研究生，皆具備質性研究及倫理議題論文發表之經

驗。第四作者則長期投身於大專院校諮商倫理教學與研究，持續發表諮商倫理相關議

題之學術研究。第一作者本身為高中輔導教師，具有10年以上之服務年資，熟稔校園

輔導工作環境與內涵，多次遭逢專業倫理衝突經驗，在衝突經驗中沉澱反思，不斷提

升對倫理議題的敏銳度。於本研究的具體工作為進行文獻撰寫、擬定並修訂訪談大

綱、親自訪談所有研究參與者並謄錄逐字稿，進行初步資料分析後和另三位研究者反

覆討論與確認，以確保資料分析的可信賴度，最後，完成研究報告之撰寫。第二、第

三作者為協同研究者，協助擬定研究問題與訪談大綱、協同資料分析、研究初稿撰寫

大綱之討論等。第四作者主要協助確定研究主題與研究方法、協同資料分析、研究過

程所遇困境之討論以及修正研究初稿等。為確保研究的嚴謹性與可靠性，本研究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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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討論研究進度、閱讀相關文獻、檢視文本資料等，秉持多元回饋與資料三角查證

之精神，以確保研究品質。

（二）半結構訪談大綱

本研究先擬定一系列問題作為訪談大綱，輔以開放性問題作為深入探究，使受訪

者充分反映己見。訪談大綱如下：就擔任輔導教師之職務，在過去一年，您曾因扮演

多重角色導致倫理衝突之事件為何？面對這些倫理衝突時，您有哪些考量點？最後，

您做出什麼決定？依據您的決定，您採取哪些行動？行動結果如何？此次的衝突事

件，對您造成什麼影響？您如何調適這樣的衝突經驗？若未來再遇到類似的倫理衝

突，您將採取什麼樣的判斷與因應策略？

四、研究程序

（一）邀請研究參與者

研究者先邀請符合研究目的之部分受訪者接受訪談，隨著研究過程推展，透過受

訪者和實務工作者之推薦，陸續獲取更多研究參與者名單，研究者從推薦名單中挑選

符合研究篩選標準的受訪者，以電話聯絡邀請參與研究，並說明研究主題及訪談進行

方式。

（二）進行訪談

本研究訪談由第一作者擔任，訪談地點以受訪者方便為主。訪談前，再次徵求受

訪者同意後全程錄音訪談過程，研究者亦將訪談中所觀察的資料記錄於訪談筆記，以

利資料分析時參考。秉持現象學「存而不論」或「懸置」的態度（鈕文英，2021；
Creswell & Poth, 2017/2018），訪談歷程，研究者盡量擱置個人經驗感受和想法，避
免干擾受訪者的表達。研究者採取開放的態度並配合受訪者的思考脈絡來調整問題的

順序，且依據受訪者的回應修正提問方式。

（三）資料整理

第一作者將訪談錄音轉謄為逐字稿後，邀請受訪者檢核確認或進行必要的修正或

補充。後續，由四位研究者共同討論，進行資料分析，最後完成研究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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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資料分析

現象學傾向於特定、結構化的分析方法（Creswell & Poth, 2017/2018）。本研究
參酌Miller與Crabtree於1992年提出的樣版式分析（Template Analysis Style）進行資料
分析（引自林金定等人，2005）。樣版式分析是主題分析的一種形式，重視研究參與
者的表述內容（Brooks & King, 2014），廣泛應用於社會科學領域（King, 2012）。其
特色是以既有的知識為基模，強調分層編碼，依特定主題之需求在原有的樣版與文本

間彈性運用，能適切滿足特定研究主題之需求（林金定等人，2005；Brooks et al., 
2015; King, 2012）。樣版式分析比紮根理論有較多的預建分類主題，但比內容分析法
允許更多的調整，傾向以多樣態的方式集結相關的主題和資料分析，且彈性靈活運用

於特定研究主題（Brooks & King, 2014）。本研究資料分析步驟如下：

（一）發展初始樣板

為瞭解研究參與者所遭逢的多重角色衝突經驗、在多重關係中所引發的內在思維

掙扎、矛盾後的行動因應策略、事件影響調適等倫理判斷歷程的時間軸以及考量倫理

判斷歷程的文化契合度，本研究以謝明瑾與王智弘（2016）的倫理判斷歷程模式（如
圖2）為初始樣版。該模式之形成乃以華人在地經驗進行實徵研究建構而成，其判斷
歷程包含三個階段七個步驟。

（二）文本分析

每次訪談結束後將訪談錄音轉謄為逐字稿，在逐字稿註記與本研究相關的內容，

並依據歸類與編碼原則進行文本分析，編碼意義與代碼呈現如表2，文本編碼方式為
英文字母與數字，分別代表研究參與者、訪談次數與訪談中段落。

表2 
編碼意義與代碼呈現

第一個編碼 第二個編碼 第三個編碼

編碼意義 研究參與者 段落 小節

代碼 A、B、C 01、02⋯⋯ 01、02⋯⋯
如：E-08-03，代表研究參與者E之訪談第八段第三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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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辨認有意義的單位

研究團隊成員共同閱讀、討論並分析文本，摘錄並標示與研究目的有關的意義單

元，將文本歸類至樣版。表3為倫理衝突階段之舉隅。

表3
倫理衝突階段意義單元、主題與共同主題、樣版類別核心主題之舉隅

樣版類別
核心主題

共同主題 主題 意義單元

倫理衝突
階段

多重角色
間不同角
色職責之
衝突

同時身為教師與輔導
員的輔導教師，難以
進行角色切割

⋯同時扮白臉跟黑臉讓我蠻難拿捏的⋯
變成我又要轉換角色板起臉孔跟學生說
明行政的東西，但這對我跟個案的關係
是有害的⋯（A-26-01）

輔導教師身兼主任職
務，使其更難與個案
維持清晰的界線

⋯有個困難是，導師覺得我是輔導主任
我要負責，我好像也覺得我不該有拒絕
學生的理由⋯（D-05-02）

專業理念
與行政要
求之衝突

輔導專業判斷與學校
長官裁示的不一致

回過頭來看，我覺得就是專業判斷跟行
政命令不一致啊！比較像是學校行政跟
我自身輔導專業的衝突⋯（B-50-01）

嘗試堅持專業作為，
但主管不予採納

我有跟主任講，但主任不理會我跟學生
的擔心，還是我要去當紀錄⋯（C-04-
02）

專業期許
與人際需
求之衝突

堅持專業作為可能危
害到和諧的人際關係

我也知道要拒絕多重角色，但講白一
點，我怕破壞同事情誼，我覺得我們華
人社會蠻講究關係的，你有關係就沒關
係⋯（A-33-01）

同事請託與專業做法
相悖，但不知如何拒
絕同事

⋯我知道不行但就是受人所託啊！加上
我跟導師在學校也是好朋友，要去跟她
切割或是有些忙不幫，我覺得很說不過
去（E-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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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調整並修訂樣版類目

研究團隊成員不斷分析和討論，依據先前初始樣版的向度與內涵，反覆在文本脈

絡中尋找出相關的脈絡理路，進行適當類目的調整與修訂樣版，以更貼近文本本身。

本研究團隊分析訪談資料後，認為判斷階段應屬情境考量、決策評比等認知思考，屬

內在思考歷程；行動和結果則為執行決策與付諸行動為動態行為，屬外在具體作為，

兩者應有所區辨。故經研究團隊討論後決定進行樣版修訂，另加入行動階段來表示行

動和結果，故本研究修訂後樣版包含：衝突、判斷、行動和影響四階段，如表4。

表4
本研究之初始樣版與修正樣版

採用謝明瑾與王智弘（2016）
之模式為初始樣版

本研究修訂之樣版

衝突
階段

1.衝突 遭遇倫理衝突之事件引
發倫理判斷之需要

	 衝突階段
遭逢多重角色衝突事
件，致使發生倫理衝突
困境。

判斷
階段

2.考慮 引發事件狀況並思考可
行方式 	 判斷階段

思考在衝突情境中的各
種利弊權衡，並從中做
出倫理決定。3.決定 從上述思考中作出決定

4.行動 根據決定有所行動
	 行動階段

依據上述決定，發展因
應策略並承擔行動結
果。5.結果 行動後的結果

影響
階段

6.影響 結果所造成的影響
	 影響階段

反思行動結果所帶來的
衝擊與影響，再省思輔
導專業倫理的優先性。7.調適 經驗上述事件後的調適

（五）連結與證實並提出報告

將歸納出的主題，回到文本再次進行脈絡檢視，形成對輔導教師多重角色倫理衝

突的描述文，最後以調整後之樣版與文本形成整體詮釋，進行研究結果撰寫。



40 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　第六十五期

六、研究的可信賴度

L i n c o l n與G u b a於 1 9 8 5年提出研究的可信賴度分析，包括：可信性
（credibility）、可遷移性（transferability）、可靠性 （dependability）及可驗證性
（confirmability）四個評估指標（引自鈕文英，2021），高淑清（2008）亦提出解釋
有效性（interpretive validation）之重要。本研究依循此五項指標以維持研究品質。可
信性部分，邀請實際經歷過多重角色衝突導致倫理判斷困難的高中職輔導教師進行訪

談，並於訪談後邀請受訪者協助檢核謄錄之文本，以確認資料來源的正確性；可遷移

性部分，本研究亦邀請受訪者檢核文本分析結果以確認內容能貼近其經驗脈絡；可靠

性部分，四位研究者共同討論編碼的方式與標準，並依編碼架構針對同一份逐字稿，

分別進行編碼，計算評分者信度達 .88；可確認性部分，藉由協同分析者相互檢核以
澄清研究者觀點與脈絡，減少主觀意見的涉入，以維持研究的客觀與中立。解釋有效

性部分，透過研究團隊之討論，檢視主題命名是否貼切而能如實反映受訪者的經驗。

七、研究倫理

為符合研究倫理以及降低受訪者的潛在風險，訪談前，第一作者先將訪談大綱和

研究參與者同意書寄給受訪者，訪談當天亦親自向受訪者說明研究目的、研究預期效

益、研究資料保密性、以及終止研究等權益和訪談過程須配合錄音之義務，且進一步

澄清研究參與者之疑問。待徵求其同意後簽署研究參與者同意書，再進行訪談。在資

料處理過程，研究者亦採取保密和匿名之原則處理受訪者的各式資料。

參、研究結果

本研究摘要並統整五位研究參與者所經歷的多重角色衝突倫理判斷經驗，以描繪

其在倫理衝突判斷歷程的主要經驗發展過程。表5說明研究參與者們在倫理衝突經驗
中的衝突情境、判斷考量、行動策略和影響調適等之相關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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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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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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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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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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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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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參
與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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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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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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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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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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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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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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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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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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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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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對
學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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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危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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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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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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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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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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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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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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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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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
望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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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實
。

B
在
專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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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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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
扯
，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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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

以
誰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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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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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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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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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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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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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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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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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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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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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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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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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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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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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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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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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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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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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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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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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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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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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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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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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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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
導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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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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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位
，
且
堅
持
對
的
事
情
，

不
因
外
在
因
素
而
妥
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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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
合
行
政
期
待
而
損
及

學
生
權
益
，
因
而
感
到
自

責
。
事
件
後
，

B
釐
清
輔
導

教
師
在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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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
機
事
件
的
角

色
定
位
，
並
更
勇
於
捍
衛
專

業
倫
理
。

C
對
斷
裂
的
輔
導
關
係
感
到

惋
惜
與
自
責
，
也
為
此
覺
察

到
自
己
角
色
功
能
的
有
限

性
。
爾
後
將
更
勇
敢
堅
持
專

業
倫
理
，
不
再
畏
懼
權
威
而

犧
牲
專
業
。

除
釐
清
輔
導
教
師
的
角
色
功

能
外
，
並
接
納
自
己
因
身
兼

多
重
角
色
所
帶
來
的
限
制
。

在
困
境
中
，
找
尋
變
通
之
道

以
符
合
情
境
需
求
並
實
踐
專

業
倫
理
。

E因
自
己
未
顧
及
學
生
權
益

而
自
責
，
重
新
省
思
專
業
倫

理
與
人
際
需
求
，
孰
輕
孰

重
。

爾
後
將
謹
慎
處
理
多
重
關
係

議
題
，
且
以
專
業
倫
理
為
主

要
處
理
原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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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 突 階 段 判 斷 階 段  行 動 階 段  影 響 階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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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為各研究參與者遭逢多重角色倫理衝突的精要過程，下列分別就研究參與者
們在多重角色倫理衝突歷程中所經歷之衝突、判斷、行動與影響階段之內涵加以說

明。

一、倫理衝突階段 

研究參與者們因無法兼顧不同角色任務而深感矛盾，甚至在角色投入多寡的取捨

過程萌生被拉扯感。不同研究參與者所遭逢的經驗迥異，說明如下：

（一）多重角色間不同角色職責之衝突

輔導教師的角色功能在於整合校內外資源，並依學生個別需求統合各項輔導措

施，提供適切的協助，看似充滿彈性的角色卻也讓人感到模糊不清。加上輔導工作強

調保密原則、尊重個別差異等之概念，輔導教師難向同仁表露實質工作內容，易使同

仁對輔導教師產生錯誤角色期待，將其推向一個「問題解決專家」的角色。A提及：
「因為別人也不是很知道輔導在幹嘛！只要學生有偏差行為就丟給輔導老師…要我把

學生『修理』好。」（A-22-02）但此讓A感到為難：「…同時扮白臉跟黑臉讓我蠻難
拿捏的…變成我又要轉換角色板起臉孔跟學生說明行政的東西，但這對我跟個案的關

係是有害的…。」（A-26-01）D意識到自己因身兼主管職務加上同事的非理性期待，
導致自己角色模糊：「…有個困難是，導師覺得我是輔導主任我要負責，我好像也覺

得我不該有拒絕學生的理由…。」（D-05-02）E提及：「同事覺得我是輔導主任好像
什麼都要會，我也覺得我要扛起比較多的責任…雖然有雙重關係的議題，但我還是要

接…。」（E-08-03）
輔導老師常被認為是專家應該什麼都懂，理應承擔與個案相關的所有事務，也因

校內同仁對輔導教師的扭曲認知與刻板化期待，在多重角色期待下，使得輔導教師更

難與個案維持清晰的界線。

（二）專業理念與行政要求之衝突 

高中職輔導教師隸屬校園組織的一員，進行專業判斷時，不容忽視組織中科層角

色所帶來的影響。B意識到自己的困境來自於專業決策與行政期待的落差：「回過頭
來看，我覺得就是專業判斷跟行政命令不一致啊！比較像是學校行政跟我自身輔導專

業的衝突，而且校長已經裁示，我也不能再多說什麼。」（B-50-01）C被主任指派擔
任個案性平會議紀錄員：「學生跟我說：『她不想讓太多人知道事件過程細節，包含

我』我有跟主任講，但主任不理會我跟學生的擔心，還是要我去當紀錄…。」（C-
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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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使輔導教師已經過專業薰陶，具備倫理規範知識。但校園的科層體制，強調權

威階層與專職分工。當輔導教師的自我專業期待與上司要求不一致時，究竟該服膺專

業倫理還是行政倫理而感到為難。故，輔導教師需同時兼顧個案權益和學校立場而落

入雙情境脈絡的衝突困境。

（三）專業期許與人際需求之衝突

輔導教師的角色責任需以個案的專業關係為重，但在校園體系中，輔導教師有其

人際需求與壓力，希望維護自己與工作同仁的關係，尤其在強調關係和諧的華人社會

中，如何兼顧專業要求與人際和諧，亦為其困境。A：「我也知道要拒絕多重角色，
但講白一點，我怕破壞同事情誼，我覺得我們華人社會蠻講究關係的，你有關係就沒

關係…。」（A-33-01）在真實的人際經驗中難以將專業角色全然獨立出來，D談到：
「偏偏那個導師和我感情不錯，我不好意思拒絕她的拜託…。」（D-08-02）E提及：
「…我知道不行但就是受人所託啊！加上我跟導師在學校也是好朋友，要去跟她切割

或是有些忙不幫，我覺得很說不過去。」（E-09-01）
同仁的期待與請託，使輔導教師糾結於是否要涉入與個案形成雙重關係的倫理衝

突。在上述情境中，更突顯了華人講究人情、注重私人關係的特點，該如何堅持專業

倫理及兼顧個人人際需求，顯然成為輔導教師的衝突困局。

二、倫理判斷階段

輔導教師遭逢多重角色衝突時，會在不同考量點間相互權衡與擺盪，以尋求平衡

點。下列歸納其進行倫理判斷的相關考量因素：

（一）以個案福祉最佳利益為判斷依據 

在複雜情境脈絡中，依循倫理的相關知識，思索與評估如何確保個案權益乃是輔

導教師遭逢倫理衝突時的主要考量點。A提到：「應該還是個案權益的問題，我想到
我一旦答應同事的要求，我和個案的關係可能會變質。」（A-36-02）B在校園危機事
件中，校長裁示不可公告學生已自殺身亡之訊息，使其猶豫自己是否該替校方圓謊：

「同學其實很慌但沒有人可以安撫他們，在我評估之後…我還是會想到這些學生的需

要…。」（B-47-03）C亦提到：「雖然主任很堅持，但我也怕影響到個案的權
益…。」（C-34-02）D談到：「…我在思考在我們的關係中，學生能自在地跟我講心
事嗎？這對他公平嗎？」（D-10-01）E面對學生拒絕接受輔導且對其大吼大叫使她備
受打擊，但歷經評估仍以個案權益為主要考量：「站在個案的最佳受惠為最高指導原

則狀態下，我選擇放下自己的不舒服，孩子不懂事但她真的需要被幫忙，或許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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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個方法幫她。」（E-23-03）
實務現場的倫理判斷充滿模糊與挑戰，在衝突事件中，不斷撞擊輔導教師對專業

倫理的覺察與堅持，但以個案福祉為優先考量乃是其心中不變的倫理準繩。

（二）以校園組織行政倫理為判斷考量 

除專業倫理外，校園組織中的行政倫理也是輔導教師在倫理困境中所參酌的考量

點。尤其中國的社會文化深受角色位階之影響，在面對權威關係時，順從權威長者以

維繫和諧關係是重要的人際倫理。B意識到倫理判斷背後，潛藏著權力結構的運作：
「校長都裁示了…後來我覺得這是位階的問題，一開始，我根本就沒有說say no的權
力。」（B-38-02）C內心把持著「尊上卑下」的庶人倫理「尊尊」原則信念（黃光
國，2018），讓其不敢違逆主任指示：「這對我跟個案的關係很傷沒錯，但只要她是
上司，我還是會禮敬她，對她畢恭畢敬，我不知道我自己這些觀念從哪來的。」（C-
29-02）
由上可知，在強調角色義務的科層文化脈絡下，校園組織有其既定的行政倫理，

專業倫理與行政倫理，孰輕孰重？儼然成為輔導教師心中的兩難。

（三）以華人人際互動模式為判斷參考 

本研究發現，輔導教師耳濡目染的文化價值亦為影響其倫理衝突判斷的關鍵考

量。在倫理衝突情境中，除個案權益外，輔導教師進行倫理抉擇時，亦會考量倫理衝

突事件如何影響自己與同仁的人際關係。A談及：「一來我也怕傷害到我自己在職場
的處境吧！…講白一點，就是我怕破壞同事情誼，就是我覺得我們華人社會蠻講究關

係的，有關係就沒關係。」（A-43-01）D提到，自己和導師的私交其實也影響著自己
的判斷：「其他人，我就不會那麼糾結，但我跟那個導師很好…我若拒絕，我怕破壞

我們的關係…。」（D-12-02）E亦談及：「我幫導師處理個案，也是我跟導師一種更
好人際關係的建立…好像有一點做人情的那種感覺。」（E-32-02）
接受過專業輔導訓練的輔導教師，雖知個案福祉為優先考量，但在強調人情與做

人等高度關係取向的華人文化脈絡下，進行倫理判斷時，除專業倫理考量外，輔導教

師有維護自己與工作同仁關係的人際需求與壓力。此番情境也突顯出在重視人際關係

的華人文化脈絡下，進行倫理判斷更為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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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倫理行動階段

下列闡述各研究參與者所開展的行動與策略。

（一）釐清輔導教師專業角色之職責

承受校內同仁對輔導教師不合理期待的A，經過自我沉澱與省思後，決定向同仁
釐清輔導教師的專業角色與責任：「…有些責任我就慢慢推回去，然後也慢慢教育其

他人，哪些其實不是輔導老師的職責…。」（A-42-02）在不斷協商下，校內同仁亦
開始各司其職：「…讓他們更清楚知道輔導老師的職責是什麼，當我慢慢告訴他們自

己應該做的事時，他們也可以接受…。」（A-45-02）D也提到：「…我有去跟導師釐
清輔導老師的角色功能是什麼，不是包山包海…也不是全然的專家…。」（D-30-
02）
承攬多重角色的輔導教師，逐漸在不同角色間找到平衡點，釐清自己的角色功

能，向同仁說明自己的角色職責，以維繫應有的專業倫理界線。

（二）尋求專家督導諮詢或參考同業作法

相關倫理文獻或專業領域諮詢等資源之運用，有助輔導教師面臨倫理困境時做出

適宜的倫理決策。A透由閱讀調整自己的倫理信念：「…找些資料，例如：輔導老師
的角色任務、雙重關係、角色職責那一些的，再對照自己的處境，然後思考自己可以

怎麼做。」（A-38-02）同時，也請益資深同事：「我有問一些輔導界的前輩，跟資
深同事討論，然後反覆思考對照現況，我再去修正自己。」（A-38-01）在D的經驗
中：「我有詢問督導該怎麼辦？我覺得在那個當下有個督導可以從旁協助很重要，督

導可以從一個比較客觀的角度去評估到底該怎麼做…。」（D-20-01）
可知無論是同儕諮詢、閱讀專業文獻或尋求督導等，均是輔導教師在面臨倫理困

境時解決問題的策略。

（三）運用外部資源以緩解倫理困境

運用外部資源是緩解倫理衝突且同時維護個案權益的作法之一。D最終決定將個
案轉介：「…基於雙重關係之考量…最後決定把她轉給心理師，讓心理師照顧她。」

（D-35-03）遭受學生回絕接受輔導的E：「後來我開誠布公的跟她說：『妳確實很需
要幫忙，但因為妳上次在輔導室對我叫囂、咆哮的事情，讓我沒辦法繼續幫妳，我只

好找外面的心理師來幫妳』…。」（E-3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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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倫理衝突經驗雖讓輔導教師舉步維艱，但其也在困境中找到權衡之計。幾番

考量後，透過外部資源的協助，不僅能確保個案接受輔導的權益，亦能作為化解衝突

的行動。

（四）調整自我期待以符合情境需求

B在體制壓力與專業倫理間權衡與拉扯，最後調整自己原本對專業倫理的認知：
「我做了一些自我角色期待的調整，我先配合校方，僅做部分訊息告知，不要讓學生

有太大的震撼，所以我選擇配合校方裁決。」（B-58-01）同樣面對專業判斷與上級
指示不一的C也做了調適：「…我有跟上級反應可是還是得到一樣的結果，我只能照
辦。然後自己去調適自己本來的擔心，還有回到我跟個案的關係，盡量去跟個案解

釋。」（C-43-01）
在必須顧及個案權益的專業倫理及遵從上級命令的行政倫理之雙重倫理情境脈絡

中，輔導教師藉由調整自己原本的專業角色期待，嘗試發展出彈性因應策略來平衡情

境需求與專業倫理，在回應體制的期待下尋求保護當事人福祉。

四、倫理影響階段

經歷倫理事件掙扎後，也撞擊到輔導教師既有的專業倫理信念和堅持，帶來不同

的思考與新的預備作為。

（一）重新思考輔導教師之角色定位

在多重角色中，易造成輔導教師的角色混淆。A經過倫理衝突事件衝擊後，重新
思索輔導教師的角色定位：「其實在這次的衝突經驗，讓我更有機會去思考輔導老師

的角色跟定位，我以前就是能多做一點就多做一點…。」（A-52-01）經省思後加以
確立自己的專業角色定位：「所以我也把身為輔導老師該做什麼或不該做什麼重新想

過一次。」（A-55-03）B在危機事件的矛盾經驗後，也思索著如何在緊急且渾沌的情
境中找到自己的角色位置：「…就是在危機中找到自己的角色位置，看輔導老師可以

做什麼、該做什麼，而不是矇著頭就各做各的。」（B-63-02）D也有相同的反思：
「在這次衝突後，我細細地去想身為主任、輔導人員、老師，這些角色在功能上，有

什麼不同。」（D-48-01）
承攬多種角色職責的輔導教師，容易因不同人員寄予輔導教師不同角色期望而導

致角色衝突。若輔導教師對自身的專業角色職責定位不清，更易導致角色模糊。然

而，歷經多重角色拉扯的困頓經驗後，研究參與者透過重新省思自己在校園組織中的

主要角色任務為何，避免自己再次陷入角色混淆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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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調整自我不適與接納自我限制

經歷倫理衝突後，輔導教師的心情是沉重的，需不斷從問題解決過程沉澱思緒與

複雜感受。在混沌情境中C設立情緒界線來安頓自己的身心：「有個調適就是我告訴
自己：『下班後我就是下班，不要再去想這件事』，因為這件事情對我來說真的很痛

苦，應該是說要去畫出那個分隔線。」（C-50-01）C也間接體悟到接納自己限制的重
要：「我僅是小小的代理輔導教師，我不能多說話…我覺得『承認自己是有限制的』

是我新的發現…。」（C-58-01）D也意識到接納自己的限制之重要：「在這麼多的關
係跟角色中，突然覺得自己是有限的…自己就卡在那。」（D-55-01）
在校園場域中，輔導教師不僅是輔導領域的專業人員，更是學校組織的一份子，

勢必無法全然迴避角色和關係交疊所帶來的諸多影響。依著實務現場情境脈絡之需

求，自我安頓、調整自己對專業角色的期待，覺察自己的有限性，也是面對倫理衝突

後的自我調適之道。

（三）省思衝突事件結果，重新建構倫理態度

C在倫理衝擊事件後，發現自己與個案的信任關係完全瓦解：「因為這件事情的
結局，讓我感覺到學生變得比較抗拒，不願意談了!對輔導關係是有破壞的，我們的
關係呈現後退，學生不再那麼信任我了…。」（C-46-01）經利弊分析後 C決定未來
將更勇於維護專業倫理的立場：「以後如果再發生類似的事情，我會花更多精力跟勇

氣去說服主任，為專業發聲…。」（C-46-02）E經過一番思索：「…我蠻自責的，我
發現自己對雙重角色部分沒有處理得很細緻，學生情緒才會這麼激動…而且關係變得

很尷尬…。」（E-47-01）E表示：「我後來覺得回到專業層面，迴避雙重關係還是很
重要。」（E-48-02）
輔導教師在挫敗經驗中，透過利弊省思與經驗檢視，重新思索專業倫理的核心意

義，在沉澱複雜心情後，進一步思考未來若遇到類似的情境，該如何更有彈性地應

對，並以更睿智的態度面對下次的倫理挑戰。

總結以上，本研究依據研究參與者經歷不同情境的倫理判斷歷程經驗，統整繪製

成本研究所得之倫理判斷歷程圖，而此等歷程雖會經歷衝突、判斷、行動與影響的階

段，但歷程在上下階段之間會有來回的反思與動態的辯證之過程，整體的倫理判斷歷

程如圖3。



48 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　第六十五期

圖3
校園輔導教師多重角色倫理判斷歷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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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跨個案綜合分析方式，探究研究參與者經驗的異同，經資料分析後進行

結果討論與建議。

一、高中職輔導教師於多重角色中的倫理衝突判斷歷程

依據本研究結果，高中職輔導教師多重角色倫理衝突歷程可歸納為：衝突、判

斷、行動和影響四階段，且形成循環的過程。分述如下：（1）在倫理衝突經驗中，
輔導教師會經歷欲兼顧倫理守則要求與情境脈絡期待之為難，在理性思考與感性思維

間掙扎而萌生心理不適感，而這些不舒服的感受亦影響著輔導教師接續的倫理判斷。

（2）進行倫理判斷考量時，輔導教師們力求維護個案最佳福祉，但同時也衡量現實
情境脈絡的期待，包括：行政長官的命令要求、校內同仁的人際關係等。（3）在倫
理行動階段，輔導教師除釐清其專業角色外，極力在專業角色職責與現實情境脈絡中

找尋平衡點，無論是尋求專業督導協助或是運用外部資源，均是緩解倫理困境的有效

作為。（4）在倫理影響階段中，輔導教師重新思索其專業角色定位、分析衝突經驗
結果的得失，乃至自我調適不斷豐厚自己的倫理判斷經驗，並反饋至下次的倫理判

斷。整體上，本研究結果與多數研究結果相呼應（張素惠等人，2019；謝明瑾、王智
弘，2016；Corey et al., 2019; Kocet & Herlihy, 2014; Welfel, 2016）。面臨倫理衝突情
境時，助人者在矛盾情境中力求維護個案權益，且在衝突經驗中沉澱並反思行動結果

所帶來的影響，以涵養更成熟的倫理判斷能力。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進一步發現在

多重角色的倫理衝突經驗中，輔導教師除顧及專業角色，也考量配合上級要求的庶人

倫理（黃光國，2018）以及社交角色的人際需求。可見，在華人輔導教師的倫理判斷
思考脈絡中，除要求自我恪守專業倫理外，更涉及達成長官要求的行政倫理，以及人

際社交圓融等自我期許等，使得華人輔導教師的倫理判斷歷程更為複雜。

二、影響輔導教師多重角色倫理衝突的相關因素  

經跨個案資料分析後，本研究發現可從輔導教師自身的角色責任、專業期許與組

織期待雙情境脈絡之取捨，及社會文化期待三個向度探究華人輔導教師多重角色倫理

衝突判斷經驗。

（一）輔導教師的多重角色責任

高中職輔導教師扮演多種角色時，需承攬不同的角色責任，除了身為輔導員的專

業倫理操守外，亦被賦予教化學生、配合學校行政運作等各式角色。在多方角色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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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導致輔導教師角色模糊（Goodman-Scott, 2015; Kimber & Campbell, 2014; Mullen et 

al., 2018; Mullen & Crowe, 2017）或角色參雜（role blending）（Corey et al., 2019），

易造成輔導教師難以清楚地釐清其專業職責與權力（Kahn et al., 1964）。若輔導教師

對自身的專業角色認識不清，加上同仁將其投射為專家對象，則易導致輔導教師陷入

包山包海的工作型態。但在經驗中，輔導教師也學習到哪些事該堅持、哪些事該讓

步，哪些人員可以積極溝通，哪些人員要做責任區分，透過經驗累積形成未來倫理判

斷的因應策略（洪莉竹，2011；Brown et al., 2017）。本研究發現輔導教師在多重角

色的倫理困境中，會不斷反思自己在校園中的角色定位，在跨處室合作溝通協調中，

思索自己可以發揮哪些專業作為。當其越清晰釐清自己的角色定位、接納自己的角色

限制，就越能發揮自己的角色功能，促進專業角色認同。

（二）專業期許與組織期待之雙情境脈絡  

學校輔導工作的實踐須行政資源之協助，輔導教師除遵守專業倫理外亦須兼顧行

政倫理和學校政策的整體考量（洪莉竹，2008）。在個案福祉與學校政策間，輔導教

師須對誰忠誠？輔導教師也陷入利益考量的優先與權衡之窘境（洪莉竹，2016；

Kimber & Campbell, 2014）。尤其，華人「權威取向」的心理模式，雖奠基於家族關

係中父子關係，但常類推至組織中上司與下屬的階層關係，存在一種領導者掌握絕對

的權威性，並且強調部屬絕對服從的威權領導（authoritarian leadership）關係元素

（Bai et al., 2019）。在華人的校園組織中，從校長、主任、組長到一般教師，存在既

定的位階關係。下位者對上位者的應對進退首重於「敬」，面對上位者的指示，下位

者應當要「順」，敬與順均為下位者的角色義務（簡晉龍、黃囇莉，2015）。在校園

中，順從上級指示，即所謂行政倫理。於研究參與者B和C的經驗中，面對倫理困境

時，其內心雖有以輔導專業倫理做為思考判斷的立基點，但領導者執意執行的命令與

其專業倫理判斷無法協調，使其陷入該堅持專業倫理或服膺行政倫理的衝突。而處於

下位者經常會用隱忍、逃避、順從、保持沉默等消極的策略因應衝突（C h e n, 

2009）。研究參與者B和C雖知上級的命令有違專業倫理，但為了避免衝突，其亦順

從上位者的囑咐。

本研究發現輔導教師的專業養成教育和實務訓練向來以重視個案福祉為考量，但

輔導教師仍為校園組織的一員，須考量學校立場以及整體校務發展。當學生權益與學

校行政裁示產生對立或衝突時，輔導教師除考量自己與個案的專業關係脈絡，同時也

須思索自己身為學校組織一員的科層組織脈絡，必須尋求調整與化解之道。如何兼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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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個案與對學校的忠誠乃考驗著輔導教師的智慧。從效忠對象、利益權衡等角度觀

之，輔導教師的多重角色關係易使其落入專業倫理與行政倫理間，孰輕孰重的雙情境

脈絡倫理衝突。但輔導教師亦在矛盾情境中，思索自己的角色可以發揮哪些專業作

為，讓自己更從容面對未來的倫理挑戰。

（三）專業倫理考量與社會文化期待之落差

倫理決策歷程不免受到輔導人員自身價值信念之影響（Brown et al., 2017; Kocet & 

Herlihy, 2014; Luke et al., 2016; Springer, 2016）。輔導教師長期浸泡在儒家文化的氛圍

下，可能已內化重視團體和諧、服從社會秩序、注重群體合作等價值觀，並依此做為

生活行事的標準。華人社會乃為關係取向（relational orientation），華人的自我是與

他人、與社會關係緊密連結，極為重視關係的認同（Ho, 1991），重視社會人際關係

的和諧（高鳳霞、鄭伯壎，2019；Huang, 2016; Valanides et al., 2017）。因此，一旦產

生競爭或對立就會破壞和諧的關係，產生緊張感和壓力，故彼此會刻意避開衝突，尤

其是公開的衝突（陳秉華，2017；Huang, 2016）。猶如洪莉竹（2016）所指輔導教

師的角色責任，需以個案的專業關係為重，但在華人社會裡，「私人關係」與「工作

關係」是會相互影響的。本研究發現研究參與者A、D和E在面臨多重角色的倫理判斷

時，很清楚地知道在專業角色上，輔導教師理應確保當事人權益、遵守倫理規範，但

在社交角色上，輔導教師亦期待自己能處事圓融、以和為貴、避免衝突等，受訪者落

入該堅持專業倫理亦或顧及人際需求之兩難。本研究受訪者的經驗突顯了華人講究人

情、注重私人關係的特點，而易於遭遇雙重關係的倫理議題（田廣曉、王智弘，

2020）。

本研究發現同仁的期待與請託，使輔導教師糾結於自己是否要涉入與個案形成雙

重關係的倫理衝突。可見，從社會文化的理路觀之，輔導教師的倫理困境亦來自於

「專業角色與責任」與「做為人的需求與情緒」的掙扎（洪莉竹，2016）。如何兼顧

「維護當事人福祉、倫理規範及諮商關係」與「維護工作或同事關係」乃為輔導教師

所面臨的倫理挑戰（洪莉竹，2011）。此不僅彰顯出華人輔導教師在倫理困境中的兩

難，也顯現出文化衝擊對輔導教師倫理判斷之影響，身處強調關係自我的華人文化工

作場域，華人輔導教師的倫理判斷能否不受社交關係之影響，仍有賴輔導教師自身的

文化意識覺察。

綜上所述，輔導教師除面臨多重角色的調適與適應外，加上考量學生權益或學校

行政裁示的雙情境脈絡，以及重視關係自我的華人文化，在三者交互影響下，導致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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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輔導教師更難做出倫理專業判斷。但在倫理挑戰中輔導教師不斷思索其專業角色定

位，在衝突事件中淬煉並提升自己倫理判斷的態度與能力，以面對未來的倫理衝突之

挑戰。

三、實踐的反思與良知的省察是影響未來倫理判斷的關鍵態度

整體而言，輔導教師經歷多重角色倫理衝突後，會在矛盾經驗中自我沉澱與省

思，重新檢視自己在衝突經驗中的想法、態度與作為，以帶來對專業的反思和新理

解。如洪莉竹（2018）所指在倫理衝突經驗後，輔導人員解讀專業倫理規範的角度與
態度有所移動與拓展。研究參與者A和D即在衝突經驗中，理解到承擔多重角色職務
乃是高中職輔導教師無可避免之事。也因不同人員寄予輔導教師不同角色期望，易導

致角色衝突（Kahn et al., 1964），同時也延伸出多重角色的倫理議題。但在衝突經驗
中，兩位受訪者藉由自我反思重新思考輔導教師的角色定位，以釐清自己能力所及的

角色職責為何。輔導人員需要找到自己與其他專業人員在角色功能上的同與異

（Remley & Herlihy, 2020）。兩位受訪者在經驗中自我成長、自我安頓，不斷調整自
己的倫理態度以面對下次的倫理挑戰。此歷程猶如Van Hoose與Paradise（1979）所提
五級倫理思考模式，前四個層次較重視外在客觀理性規範，輔導教師初遇倫理困境

時，視條文法規為圭臬，一旦偏離理想中的倫理作為便感到不安。但輔導教師在困頓

經驗中，逐漸邁向第五層次的原則導向，在矛盾經驗中不斷省思與覺察，透過重新思

索專業角色定位、進行「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的自我調適過程等，進而能以宏觀的

角度詮釋倫理、以彈性的方式運用法規，且更能善待當事人。

另外，本研究發現輔導教師亦會透過省思衝突事件結果，重新建構倫理態度。研

究參與者B、C和E在挫敗經驗中，對於自己無法顧及個案權益感到自責與愧疚，透過
良知的喚起而砥礪自己未來進行倫理決策時，更須全盤思量、周全地兼顧多方需求，

期許自己以更純熟的態度和因應策略面對下次倫理挑戰，以確保當事人福祉。可見，

輔導教師的良知、良能乃是維繫專業倫理的重要底蘊。此經驗歷程如助人專業倫理雙

元模型（王智弘，2013，2018）之概念，透過助人專業工作者的自我精進與成長，發
展內在道德修為與自我積極主動作為，進而確保當事人權益，對社會與他人做出貢

獻。藉由「盡己」而「推己及人」的倫理行為，乃透過助人工作者提升自我德行之涵

養而止於至善。可知，西方的倫理思維乃建立在理性規範之原則，反觀華人的倫理觀

乃透過助人工作者自身德行涵養之昇華與自我修為之鍛鍊，以達保護當事人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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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言之，本研究結果與過去文獻有所呼應（王智弘，2013，2018；田廣曉、王智

弘，2020；Van Hoose & Paradise, 1979），在倫理困境中，條文法規雖提供助人工作

者參考與指引，但實務現場的情境脈絡複雜且多元，需仰賴助人者不斷自我精進或透

過專業諮詢，在對話與反思中檢視自己的價值觀與信念，釐清並定位自己的專業角

色。最後，以良心自我修為出發，透過良善之動機、採取良善的行動以達成良善之結

果，更能確保當事人之福祉。

四、建議與研究限制

（一）鼓勵輔導教師自我檢視倫理決策之依據

依本研究結果，無論是多重角色的調適、難以兼顧個案需求與行政期待之雙情境

脈絡，或專業角色責任與文化經驗的衝擊，均可能導致輔導教師倫理困境。但在本研

究參與者經驗中，發現輔導教師經歷倫理衝突時，雖倍感為難與不知所措，但經歷衝

突後卻鮮少覺察此倫理衝突的真正來源、自己當下專業作為的判斷依據、以及該經驗

對其未來倫理判斷之影響，而是在訪談中，不斷整理與省思才對自己的倫理決策歷程

有更深刻的理解。但透過不斷學習精進和內省覺察，能釐清自己的立場，不斷對自我

的價值觀與態度進行反思以做出適宜的倫理考量（張馥媛，2015；Rogerson et al., 

2011）。故本研究建議輔導教師在倫理困境中，需不斷自我覺察或自我觀照以檢視自

己的倫理考量，方能做出契合專業、情境以及文化脈絡之倫理判斷，以免進退觸籓。

（二）在倫理教育中納入本土文化觀點之必要

從研究資料分析發現，輔導教師的倫理判斷除「應然」的專業倫理守則考量，亦

需衡量在真實情境脈絡中，如何「實然」與個案相關人員互動，在人際互動情境中，

涉及許多文化價值的運作機制。故，本研究建議倫理教育訓練單位可納入本土文化之

觀點，培養輔導教師以更宏觀的態度省思倫理衝突經驗，提升其對倫理衝突事件的文

化敏感度，減緩東西文化差異所帶來的不適應感，使其在面臨相關倫理議題時能更周

密思量，做出適切之倫理判斷，以確保個案福祉。

（三）建立校園督導制度有其重要性

在受訪者B、C和E的倫理判斷經驗中，因行政考量或人情壓力而危害到個案權

益，其行為結果不如其預期，亦使他們深感內疚。反觀，受訪者A與C在面臨倫理困

境時，透過尋求專業督導或請益資深專業人員，運用身旁資源作為因應策略，其對行

動結果較為滿意。可見，在棘手的倫理困境中，若有督導的協助，將有助輔導教師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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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釐清其倫理困境且有效提供專業協助。如臺灣輔導與諮商學會（2015）學生輔導

工作倫理守則之呼籲：「輔導教師在角色任務或關係界限之釐清或維持發生困難時，

應尋求同儕支援、向專業人員或督導諮詢，做適度之調整（3.2.2）。但依國內現行的

高中職輔導現場，尚未建立完善的校園督導制度。輔導教師遇到專業瓶頸時，必須於

校外自費聘請督導協助。長期因應多重工作責任需求、處於角色模糊與角色衝突的情

境中，又在缺乏臨床督導下承接大量個案，使輔導教師處於高度壓力的工作環境

（Cervoni & DeLucia-Waack, 2011），甚至導致專業耗竭（Bardhoshi et al., 2014; 

Mullen et al., 2018）。但經過督導的指導與支持，可幫助其產生自信並獲得解決方法

（Studer, 2005）。由此顯現出建立並推展校園督導制度實有其重要性和需求性。

（四）研究限制

本研究以五位研究參與者為研究對象，其中性別、學歷和任教於高中或高職的人

數比例分布不均，所得結果不能代表全臺灣高中職輔導教師倫理衝突經驗的實務現

狀，擬建議未來相關研究可以邀集多元化的研究參與者提供經驗，或透過量化分析之

方式，以了解其倫理判斷之機制是否有所不同。 

另外，在研究主題上，本研究主要探討高中職輔導教師的多重關係議題，基於校

園工作場域的特性，輔導教師亦常面臨到價值衝突倫理議題，進而讓輔導教師在面對

學校政策與個人價值觀衝突時，擔心損及當事人的權益。後續研究建議可以針對輔導

教師價值觀的倫理議題加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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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counsel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as the problems that high school students face become more complex. 

However, there are many challenging ethical situations on school grounds nowadays. Particularly, school 

counselors frequently confront complex ethical dilemmas that often involve relationships with principals, parent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In interacting with different people, school counselors must play various roles involving 

ethical issues. In Taiwanese high schools currently, school counselors must play multiple roles at the same time, 

including as educators, counselors, administrators, and so on. The potential for conflict in these situations can be 

exacerbated by differences in the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personnel within the school. Furthermore, unlike 

Western cultures that value individualism, Chinese culture is strongly influenced by the relationship network 

society. Therefore, playing multiple roles towards students is more likely to face ethical issues in Chinese culture. 

Based on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society, the ethical issue of multiple relationships is more 

complicated in Chinese culture. Hence,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process of ethical judgment on multi-role 

conflicts encountered by high school counselors. Ethical judgment involves personal experiences, such as mental 

health struggles, ethical values, action decisions, adjustment strategies, reflection, etc. Therefore, the current study 

employed an exploratory, qualitative research design to assess the experiences and perceptions of participants. 

        The study data was collected from the interviews of five participants working in senior high schools for at 

least three years. This study employed purposive sampling methods to find school counselors for the interviews. 

All participants indicated their interest in the study by providing their names and signing research consent. The 

data analysis was conducted with Template Analysis Style, which is a method of thematic analysis that has been 

applied in a broad range of research area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Regarding the results, participants'experienc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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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thical judgment process wer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including the conflict stage, decision stage, action 

stage, and influence stage. Initially, the first stage was identified as the conflict stage. High school counselors 

encountered: (1) the conflict of different responsibilities among multiple roles, (2) the conflict between 

clients'well-being and administrative requirements, and (3) the conflict between professional expectations and 

interpersonal needs. In the decision stage, the main considerations included: (1) the best welfare of clients, (2) 

considering the administrative ethics in a school organization, and (3)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In the action stage, the current study indicated that high school counselors would take four strategies in 

the ethical dilemma: (1) clarifying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ies of school counselors, (2) seeking professional 

supervisors'assistance or consulting senior colleagues, (3) applying for external resources to reduce the ethical 

dilemma, and (4) adjusting self-expectations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situation. The influence stage refers to the 

impact of ethical dilemmas for high school counselor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of the study, this stage showed that 

(1) participants would rethink the professional role of high school counselors, (2) they would adjust inadaptation 

and accept role restrictions, and (3) they would reflect on the results of the conflict and reconstruct ethical 

attitude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current study, relevant recommendations were proposed: (1) encouraging high 

school counselors to examine their criteria for making ethical judgments, (2) enhancing the awareness of 

indigenous psychology in ethical education, and (3) establishing a system of professional supervisors for high 

school counselors.

Keywords: �Chinese culture, ethical judgment process, multiple roles conflict, school counselors, senior high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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